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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日漸認同產業結構優化是推動經濟可

持續發展的模式，並逐步推進和實踐。但“產業結構

優化”始終是一個相當新的概念，在實踐過程中遇到

困難也是不爭的事實，主要是因為研究方法側重於政

策層面，局限於政策作用和效益分析，卻忽視理論框

架的構建。 
基於產業結構優化對經濟發展有實質幫助，所以

本文嘗試“以優勢理論來構建產業結構優化理論框

架”。在構建邏輯方面，參照了薩繆爾森的《經濟學》

中提出的生產過程中面臨的三個經濟基本問題：“生

產甚麼”、“如何生產”、“為誰生產”。同理可得，

在生產過程中，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同樣面臨着三大

優化問題：“優化甚麼”、“如何優化”、“為誰優

化”。透過植入相關理論，形成一個產業結構優化理

論框架，從而對推進產業結構優化研究帶來實質的意

義。 
 
 
一、產業結構優化的內涵、機理與基本原則 

 

(一) 內涵 
產業結構優化是指政府主動採取各種措施、政

策，調整和改善各行各業之間資源優化配置，部門之

間的結構關係與比例關係，推動產業結構高度化和合

理化的過程。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屬於產業結構

優化的兩個方面，兩者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產業結

構沒有合理化的基礎，便失去高級化的基本條件，反

過來，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會促使產業結構更合理化。 

 

(二) 優勢與優化的機理 
從中國的邏輯思維來看，與優化有直接關聯的字

眼，自然聯想到優勢、優秀等。如果單從字面解釋，

優化的機理來自優勢更易成立。 
中國的文字都藏有一定的哲理性。“優”字由

“人”和“憂”組成，引伸出一種憂患之舉；而

“化”字本義改變，優化一詞意為人因患而優。優勢

中的“勢”字由“埶”和“力”組成，“埶”本義逮

捕，加上“力”即強行逮捕之意，“優勢”可引伸為

創造強行逮捕的有利條件。從字義來看，優化與優勢

都有改變之意，但不同的是優化屬於“思想”舉動；

而“優勢”則屬於“環境”造就。故，優化與優勢的

關聯，可以看作個人在特定環境下求變的思想舉動，

屬於客觀(優勢)決定主觀(優化)，即環境決定人的想

法與舉動的唯物主義觀。 
中國的成語中，不乏有關“勢”與“化”的描

述：例如“蓄勢待發”、“勢如破竹”、“因勢利導”

等，很大程度刻劃出“勢”的潛在作用。“化險為

夷”、“化腐朽為神奇”等，很大程度刻劃出“化”

的現實作用。所以，“勢”與“化”之間的機理是

“潛在”與“現實”的關係，而“優勢”與“優

化”，則是將“潛在”與“現實”充分有效地融滙貫

穿，兩者之間發揮轉化與鞏固的作用(圖 1)。可見，

“潛在”的優勢可以轉化成“現實”的優化條件，一

旦條件成熟，優化目標實現，反過來，鞏固了優勢，

成為發展基礎。 
又可見，以“勢”促“化”，可以成為產業結構

的優化機理。然而，這種機理如何操作？主要圍繞三

大問題去解決：一是優化甚麼。二是如何優化。三是

為誰優化。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優化產業結構──使

之合理化和高度化。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理論優化。

經濟上主要有三大優勢理論：○1 比較優勢。主要由市

場主導，取決於資源禀賦的豐裕程度。○2 後發優勢。

主要由權力主導，取決於政策傾斜程度。○3 制度優

勢。主要由法例規則主導，取決於其約束與激勵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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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公平與效率原則。第三個問題的答案是為經

濟可持續發展而優化，這是較籠統講法，具體而言，

是為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而優化。 
 

圖 1 優化與優勢的機理 

 

 
(三) 基本原則 
1. 以市場為導向 
市場與產業結構調整關係密切，有怎麼樣的市場

就有怎麼樣的產業結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

了創造規模經濟，定會根據相對價格信號的變化，調

整產業和技術結構。所以，產業結構優化要以市場為

導向：○1 需求創造供給。市場需要甚麼產品以及需要

多少產品，企業就要極大地創造供給條件以滿足市場

需求。○2 資源禀賦比較。企業要因應資源禀賦比較優

勢，豐裕程度進行生產，例如市場具有資本優勢，應

從事資本密集型生產；市場具有勞動力優勢，應從事

勞動密集型生產。○3 掌握市場動向。產業部門要因應

市場變化和發展規律，對消費者偏好、消費預期、消

費模式做好分析，及時作出調整以適應之。○4 開拓新

市場。企業可以超越以市場為導向，通過研究與開發

(R&D)的投入，創造新的產品，開拓新的市場。 
2. 以制度為基點 
制度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重要的決定因素。制度

的作用主要有：一是約束個人行為同時激勵個人心智

發展；二是明晰產權，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競爭和專

業化發展。但制度的剛性容易滯後，變成制度僵化，

從而增加成本約束，減少企業家精神，又變成另一個

產業結構性問題。所以，制度是產業結構調整、升級

優化的基點。一個有效率的制度，最根本是產權制度

和信息機制的確立。有了產權、信息的機制，企業可

以預期風險與回報，同時激勵企業家精神勇於創新，

從而改變技術與經濟結構。 
3. 以優勢為支點 
任何一個經濟體都有它們獨特的發展優勢，這取

決於它們的歷史文化、資源禀賦、地理位置和人文價

值的不同。理論界普遍認為，產業結構優化應強調自

身獨特的發展優勢，即發揮自身優勢(揚長棄短)，是

符合發展的路徑依賴和產業升級原則。而在固有的優

勢上進行優化改革，它更容易獲得社會共識，減少阻

力，有利政策的推行，改革起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增加改革成功的機會。而要起到以優勢為支點的作

用，有研究強調比較優勢，利用資源禀賦的豐裕程度

作為優化產業結構的支點；也有研究強調後發優勢，

通過政府政策傾斜，將僅有的資源集中調配，扶植重

點產業，使產業升級換代。不同國家的獨特發展優勢

決定了產業結構優化的支點。例如，有的國家具有資

源優勢，則以比較優勢為支點；有的國家則具有政策

優勢，則以後發優勢為支點。 

優勢 

(潛在) 

優化 

(現實) 

轉化 

鞏固 

 
 

二、優勢理論 
 
有關產業結構調整的優勢理論，論述頗多，但系

統性較強的有以下幾方面： 
 
(一) 比較優勢 
比較優勢的概念最早在 1985 年於 Torrens 的著作

《關於玉米對外貿易的論文》中出現，發展至今，形

成以下理論體系。該體系主要圍繞幾個較核心的概念

展開。 
1. 成本 
古典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了絶對成本和比較成

本。絶對成本由斯密提出，透過專業化分工、生產而

獲得，不同的國家生產同一產品，誰的生產成本低，

它就具出口優勢。比較成本由李嘉圖提出，他假設在

不同國家只有一種生產要素前提下，一國生產哪一種

產品由生產機會成本的高低決定，若生產機會成本比

較高，他應放棄該生產，改為進口，再另行選擇和生

產機會成本較低的產品。 
2. 資源禀賦 
要素豐富、要素密集是要素禀賦理論的兩個重要

概念。新古典貿易理論認為，假設國與國之間生產技

術上不存在差異和固定規模收益下，主張一國應根據

自身的資源禀賦1豐裕程度、要素密集進行比較優勢生

產。不同的商品生產需要不同的生產要素比例，而不

同國家的資源禀賦差異，決定了其實體經濟的最優產

業結構是不同的。當資本稀缺時，應以勞動力、自然

資源密集程度進行勞動密集型生產；反之，當資本相

對豐富時，應進行資本密集型生產。不同的發展階段，

其資源禀賦結構有所不同，經濟結構內生決定於要素

禀賦結構，決定着要素相對價格和最優產業結構，並

進一步決定企業大小、水平和風險性質的分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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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模經濟 
新貿易理論主要引入規模經濟核心概念。假定在

規模經濟可變、技術獲得性不同的大前提下，以收益

遞增、技術獲得性差異進行分析研究。在規模經濟可

變的大前提下，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認為，古典比較

優勢理論強調比較優勢是外生給定的；而在許多情況

下，它是後天的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帶來的，規模經

濟和外部經濟是這種內生比較優勢的來源。梯伯特進

一步總結和集中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是比較

優勢的泉源。迪克西特－斯蒂格利(Dixit-Stiglitz)建立

的D－S比較優勢模型認為，“一國的企業或者行業可

能僅僅由於歷史或者偶然的原因而較早地進入某個

產業，從而可以較早地擴大生產的規模並利用規模經

濟來形成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優勢。”3 另假設

技術獲得性不同的大前提下，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從

研究與開發(R&D)的角度出發，構建了產品創新與國

際貿易的多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使比較優勢的靜態

分析擴展到動態分析。一國某一產業在國際貿易上的

比較優勢是與合理的國內產業結構保持一致的。弗農

提出產業週期理論，認為比較優勢會從技術力量雄厚

的創新國轉移到其他發達國家，最後轉移到發展中國

家，從動態的角度揭示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

比較優勢不斷轉化的過程。巴拉薩提出比較優勢階段

論，不同生產階段的資源禀賦會相應發生變化，透過

不斷提高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相對密集使用程度來

獲取比較優勢。阿羅認為“幹中學”可以獲得比較優

勢。多勒爾認為，即使開發技術能力相同，但開發出

的技術也存在差異，比較優勢因而不同。 
4. 分工、專業化 
新古典貿易理論摒棄新古典貿易理論，採用現代

數學分析方法，在古典比較優勢中關於分工與內生專

業化的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該理論認為，內生

比較優勢會隨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基於分工和

專業化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就成為一國貿易發展

和經濟增長的持續不斷的源泉。 
5. 例證 
1978 年往後的中國改革，中國鄉鎮企業異軍突

起，成為支撐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經濟力量。中

國農村工業化的成功根源在於鄉鎮企業在發展過程

中發揮了勞動力豐裕的比較優勢。中國改革開放 26
年，以每年經濟增長速度 9.4%使經濟規模提高了 10.3
倍，資本擁有量和技術擁有量和上世紀 50 年代相比

改善非常多，這些改革帶動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發

展，以重慶為例，它是老工業基地，世界摩托車生產

之都，產量超過 400 萬輛，主要遵循了一直以來的產

業集群優勢；義烏，原是農區，後變成輕工業生產基

地，其成功也是遵循了勞動力密集、技術相對比較傳

統型的產品生產。4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迹，

並非由於實行了自由市場或政府干預又或出口戰略

所致，其真正發展的背後原因是這些國家地區都較少

地違反比較優勢，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各自遵循了

要素禀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形成相應的主導產

業，而不是脫離自己的比較優勢進行趕超；隨着經濟

增長，資本積累、人均資本擁有量的提高，主導產業

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從而實

現經濟的快速發展。5  
 
(二) 後發優勢 
後發優勢由格申克龍在《歷史視角下的經濟後發

性》一書中最早提出，該理論發展至今，主要圍繞以

下幾個較重要的概念發展。 
1. 關稅保護 
由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提出，他一方面反對斯

密、李嘉圖的自由貿易學說；另一方面認為自由貿易

僅是一種理想狀態，強調落後國家應該通過禁運、關

稅、補貼等措施，限制從較先進國入口商品，以保護

本國製造業發展。更指出德國與英國的經濟實力不在

同一起跑線，只有通過關稅保護實現工業化，當幼稚

的工業發展成熟時，才能在國際貿易中展開自由競

爭。他更強調，實行關稅保護不應妨礙國內工業的發

展，尤其工業所需的新式機器和生產要素在進口時不

該受阻。 
2. “ 後 進 性 ” (Backwardness) 和 “ 後 發 國 ”

(Backward) 
由格申克龍提出。強調“後起國家在推動工業化

方面擁有的，由後起國家地位所致的特殊益處。”6 
並提出後發優勢理論：○1 發展相對落後，形成一種要

求工業化發展的社會壓力，促使後進國以本地適當的

替代物填補先決條件的缺乏，推動工業化發展；○2 在

缺乏工業化的前提下，後進國家通過選擇和創造，尋

找相應的工業化發展替代物，達致符合自身發展的本

地工業化結果；○3 後進國可以選擇高起點推進工業

化，這取決於技術設備和資本的引進。 
3. 追趕假設 
由阿伯拉莫維茨在Thinking About Growth一書中

提出。7 第一個結論：生產水平的相對落後，使經濟

的高速發展成為可能；這取決於內在的社會能力和外

在的技術差距之間合力因素，構成經濟追趕由潛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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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現實的總因素。第二個結論：對一般性的落後國

家而言，實際上處於一種技術落後但社會進步的狀

態，才使落後國具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強大潛力。他又

進一步論述技術差距和社會能力的四種組合方式：○1

一個國家技術差距大，但社會能力強，則增長潛力最

大；○2 一個國家技術差距大，但社會能力低，則增長

潛力最小；○3 一個國家技術差距小，但社會能力強，

則正處於追趕先進國的狀態；○4 一個國家技術差距

小，但社會能力低，則正處於技術與制度的惰性，經

濟走向衰退。第三個結論：在一個特殊階段，經濟追

趕依賴一些歷史因素，它們限制或促進了知識的傳

播、結構的調整、資本的積累以及需求的擴張。 
4. 政府干預 
指一國發揮後發優勢追趕過程中，政府作用舉足

輕重，政府角色的轉換與經濟發展轉型密切相關，在

計劃和市場之間作出相適應的調節，制定工業化目

標，推動現代化發展。保羅‧羅森斯坦‧羅丹在其“大

推進”模型中主張後發國在國民經濟各部門時進行

大規模投資，以克服經濟活動中存在的不可分性，從

而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但由於後發國家市場機制

不完善，價格機制無法提供市場經濟趨向最優位置的

信號，而需要由政府計劃提供。8 羅斯托認為經濟起

飛的初始條件要求有最低限度的社會基礎資本的先

行建設，政府在起飛中的基本作用主要是動員社會先

行資本。9 查默斯‧約翰遜在《通產省與日本奇迹》

一書中提出“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指出政府干預

經濟必須根據市場規律來規劃進行，才能將政府推動

經濟發展力量與民間的市場體系相結合，既可滿足政

府的目標而又不會破壞市場調節的功能。韋伯提出的

“駕駛市場理論”，並指出政府在生產要素的組織上

應發揮主導作用，利用政策刺激工業投資，並將其引

入到國家支柱產業上。青木昌彥等提出的“市場增進

論”，指出“政府政策的職能在於促進或補充民間部

門的協調功能，通過這種機制，將政府政策的目標被

定位於改善民間部門解決協調問題及克服其他市場

缺陷的能力。”10

5. 例證 
二戰後的日本，經濟出現騰飛，這與日本政府大

力推進“趕超”政策有關。○1 制定戰後產業合理化計

劃。由 1950-1965 年 15 年間，制定多項產業合理化

計劃，如鋼鐵、煤炭、電源開發、硫酸銨、石油化學、

合成樹脂、機械工業、造船等。以鋼鐵計劃為例，

1951-1955 年，投資 1,282 億日圓；1956-1960 年，投

資 5,459 億日圓；1961-1965 年，投資 8,592 億日圓；

到了 1960 年前後，日本的鋼鐵產業成為支柱產業之

一，其設備水平和生產成本均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標

準，年鋼鐵產量僅次於美蘇，居世界第三位。11 作為

資源貧乏的島國，日本竟連續多年佔據世界經濟排名

第二高位，這與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息息相關。 

 
(三) 制度優勢 
1. 明晰產權 
馬克思最先提出產權理論，強調產權可以通過預

見的方式影響人類行為。奈特、戈登和Armen Alchian
等繼承馬克思的遺產，強調了產權的經濟作用。1937
年，科斯的《企業的性質》一文，首次使用“交易費

用”；1960 年又發表《社會成本問題》，通過交易費

用明晰產權(制度)的起源，從而創立現代產權理論(科
斯定理)：在零交易費用下，不管產權的初始配置如

何進行，交易雙方之間的談判都會達成最有利的安

排；在非零交易費用下，不同的產權配置界定產生不

同的資源配置；由於交易費用的存在，權利界定和分

配的差異，資源配置的效益也不同，而產權制度的設

置成為資源優化配置的基礎。同時指出，市場作為資

源配置的兩個最優手段前提，一是權利界定明確；二

是交易成本降至最小。政府的作用是通過有效的制度

供給來明晰產權，降低交易費用，促進經濟發展。12 在

諾思看來，“產權是管理人們的法律規則”13，並提

出“樸素產權理論”：○1 產權排他性和可轉讓性對市

場經濟運作暢順具有重要的意義，強調私有產權是經

濟增長的充分條件。認為“當基本制度安排不是私人

產權的制度安排時，對新的契約形式的參數改變可能

不是‘理想的’，也就是說，只有存在私有產權，經

濟學家才發現一個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14 ○2 產權

產生的基本前提是稀缺性，潛在收益是產權產生的基

本動力，制度變遷具效率的。諾思也認為，產權用作

成本和收益簡單計算的函數，當界定資產和資源的產

權成本值的時候，相對價格和任何形式的相對稀缺性

的變化都會導致產權的創立。及後諾思又提出現代產

權理論，說明產權的界定、保護和實施，引入國家和

意識形態理論，產生“三位一體”的制度變遷理論。

North和Thomas、North、Rosenberg和Birdzell一致認

為西方世界的興起在於產權制度漸進的根本性變

化。Torstensen指出產權(結構)作用於經濟增長的兩種

方式：一是效應，保護產權通過更有效地使用人力資

本而影響增長；二是效應與投資效率相關。赫爾南

多‧德‧索托等實證研究證明產權影響人力資本和物

質資本的投資和交易，進而影響經濟績效。Acemog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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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Johnson表明產權制度似乎是產出和投資的基本決

定因素。 
2. 增進秩序 
沒有制度約束，市場容易失控和造成秩序混亂。

制度的出發點就是要發揮市場競爭之餘，確保有秩序

地進行。但市場往往因利益追逐而不循規蹈矩，制度

就要因應市場環境的變化而變遷。制度本身就是一種

遊戲規則，規範着人群之間的各種行為，使複雜的人

際交往過程變得更易理解和更可預見，使生產活動有

秩序地進行。簡而言之，制度具有協調功能：增進秩

序、風險規避和風險減免，即在眾多人努力設法克服

資源稀缺問題而產生的行為模式。在良好秩序下，激

勵着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和信心，減少着合作的成本和

交易成本和風險不確定性。15 布坎南提出憲法主義秩

序觀，指出要從秩序出現的過程來說明秩序，秩序本

身被認為是產生秩序的過程的結果。沒有這個過程，

就沒有也不可能有秩序。沒有合適的法律和制度，市

場就不會產生體現在任何價值最大化意義上的效

率。霍布斯認為無政府狀態的自發秩序不能使個人價

值實現最大化，反而可能會趨向價值最小化。在任何

交易或交往中，個人參加者有一種作偽、欺詐、騙取

和違約的自私自利的動機。法律、習慣、傳統、道德

教訓，這些都是設計出來或演化形成以限制或控制這

些短期私利的做法。只有這些制度限制成功地運用，

從市場過程形成的自發秩序才能使個別想像的個人

價值最大化。16 歐肯從競爭秩序角度出發，認為政府

提供政策的最終目標就是通過保障個人經濟活動的

自由，來盡可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強調要把個人

遵照經濟原則作出的各個經濟計劃和行動相互協調

起來，以使整個社會在總體上都按經濟原則行事，而

有關制度的確立在於建立能實現個人利益與整體利

益和諧的經濟秩序形式。諾思認為，外部性引起的

“搭便車”和公共物品生產不足等問題，國家可以通

過“暴力”手段，制定新的規則，提供社會所需公共

物品，降低生產中的不確定性，從而產生了穩定和秩

序 。 之 後 諾 思 提 出 共 享 心 智 模 型 (shared mental 
model)，該模型來源於理念、意識形態和規範。從靜

態看，人們相互交流會導致共享心智模式的形成，進

而形成集體認知和行為；從動態看，在社會交往過程

中，異質心智模式的當事人相互交流和學習，形成新

的知識，促使新的共享心智模式發生，又在相互認同

的過程中，該模式會穩定下來，並固化成共同的行動

規範，這就是制度。柯武剛、史漫飛認為，一個複雜

的現代經濟演化系統，在人的有限認識能力下，有可

能造成秩序混亂，強調只有當各種各樣的規則形成一

個恰當的和諧整體時，它們才能有效地造就秩序，同

時抑制侵蝕可預見性和信心的任意性機會主義行

為。這取決於規則系統的形成從一般規則到具體規則

的層級結構(hierarchy)，只有這樣，它才能引導人的

行為上更好地發揮作用。但有些情況下，規則之間發

生衝突，只有細致的道德選擇才能化解矛盾。這時，

政府的作用是提供相互兼容的秩序政策。17

3. 激勵技術創新 
制度是否有激勵作用主要取決於它是否做到明

晰產權、保護產權，尤其是私有產權的確立。有了產

權制度的保障，人們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為中，排除

了不確定因素或不可預知的事件，因而減少了“遠期

無知”(forward ignorance)的交易成本，從而提供了社

會整體意義上的創新條件和活力源泉。新制度經濟學

代表諾思在分析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時強調“西方

世界興起的關鍵因素取決於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一

個有效率的制度，能為人們創造一種積極性，能通過

自身努力改變生活和創造命運，這不是在碰運氣，而

是一切在掌握之中。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消除了人們對生活的不能駕馭所產生的原生焦慮

(primordial fear)，它限定了指向未來的行動、決策風

險，激發出“革新精神”，更重要的是制度所支撐的

信心，激勵人們探索複雜而混亂的世界，勇於試錯，

提出新的思想，從而產生創造性和企業家精神。而制

度的優勢在於不斷變遷或創新以持續獲得激勵。其

後，諾思等借助精緻的制度三段論推理得出以下結

論，其假設：○1 技術進步都是在社會控制，任何社會

通過投資遲早都會發現新技術；○2 為了發現新技術，

私人預期到未來收益超過成本時將會投資資源；○3 私

人投資收益取決於社會制度，只有社會存在保證私人

的知識產權的機制時，私人才有收益。而結論是：如

果技術進步沒有發生，那必定是因為鼓勵投資的社會

制度沒有建立，制度是影響發明的關鍵因素，因此也

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18

4. 例證 
中國經歷了 30 年的改革開放，成為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和全球生產基地，成績矚目，是制度改革經驗

取得的成功。主要有三階段：○1 行政性分權(1958-1978
年)。又稱體制下放。措施包括：下放計劃管理權、

下放企業管轄權、下放物資分配權、下放基建審批

權、投資管理和信貸管理權、下放財政和稅收權、下

放勞動管理權。但改革績效強差人意，1959 年全國糧

食生產 1,700 億公斤，較 1958 年實際產量 2,000 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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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減少了 300 億公斤，1960 年的糧食產量降到 1,435
億公斤，比 1951 年的 1,437 億公斤還低。○2 增量改革

(1979-1993 年)。改革重點從城市的國有經濟轉向農村

的非國有經濟，解除對“包幹到戶”、“包產到戶”

禁令，允許民營企業發展，建立經濟體制綜合試驗區

等。改革績效突出，1990 年國內生產總值為 18,547.9
億，較 1978 年的 3,624.1 億，增長 5.1 倍。○3 整體推

進(1994 至今)。中共第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決定》

和 1985 年《中共中央關於制定第七個五年計劃法

(1986-1990)》提出的通過企業、市場體系和宏觀調控

體系等三方面關聯改革，改革包括財稅稅收體制、金

融－銀行體系、外滙管理體制、國有企業、社會保障

體系。改革績效矚目，2001 年民營部門的產值佔GDP
的 47.5%，較 1990 年的 18.5%，增長 40%，所佔比例

更超過國有部門。19 到 2010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為 39.8 萬億，按 13 億人口計算，人均達 4,480 美元，

中國民營經濟將佔全國GDP的 3/4 左右，達 29.8 萬億。 

 
表 1 比較優勢、後發優勢、制度優勢的比較 

特點 比較優勢 後發優勢 制度優勢 
如何

優化 資源禀賦 政府政策 規則制定 

導向 市場效益 追趕 約束/激勵 
資源

配置 市場 權力 法律 

優點 成本低；競爭

強；規模經濟 追趕發展 規範交易秩

序；明晰產權

缺點 低利潤；依賴國

際分工(荷蘭病) 
成本高；競爭

弱；規模不經濟 
成本剛性；

改革滯後 

 
 
三、產業結構優化理論框架的機理 

    
基於“優勢”與“優化”的機理分析，利用中國

文字具有獨特的哲理性，嵌入經濟相關的優勢理論，

形成產業結構優化理論框架(圖 2)。接下來，要梳理

的是該理論框架的機理，從而解決產業結構優化過程

中面臨的三大問題：優化甚麼、如何優化、為誰優化。 
 
(一) 內生於優勢理論 
這是理論框架機理生成的重要條件之一。比較優

勢、後發優勢、制度優勢三大理論在經濟發展史上都

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無論發達國或發展中國家都不同

程度地將這些理論貫徹在發展政策上，並取得一定的

改革績效。將三大理論內生於產業結構優化理論框

架，有助強化優化功能：第一，它們理論根基雄厚，

對產業結構優化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且經過實證的

檢驗，如比較優勢強調市場優勢論；後發優勢卻強調

政策優勢論；制度優勢則強調產權論。發展經驗顯

示，市場、政策、產權是構成生產的必要條件，尤其

在產業結構優化方面，缺一不可。第二，可以平衡各

自功能缺陷。如市場可以克服權力造成政府失靈、而

權力則可以克服市場失靈，制度同時可以對市場、權

力進行約束和激勵，為實現帕累托改良提供夯實的理

論系統分析。如果三大優勢理論缺少其中一個，都有

可能不利產業結構帕累托改良。第三，容易構建符合

自身發展的優化理論。三大優勢理論的研究對象都具

有普遍適用性，然而，不同國家優勢存在差異，照搬

套用未必能夠可以解決真正的問題。所以，通過內生

於優勢理論，取長補短，加以改良，以普遍性理論解

決特殊性問題，構建理論時相對較容易。 
 
(二) 發揮轉化作用 
由上所述，“優勢”與“優化”的機理在因果邏

輯上較易理解，但應用到現實層面，尤其針對產業結

構優化方面，如何發揮轉化作用？主要透過轉化機制

發揮作用。那麼，轉化機制如何運作？簡單地說，就

是一個“投入－產出”的轉化過程。在市場機制下，

投入資源禀賦，就能產出“競爭力”，投入政策，就

能產出“推動力”，投入制度，就能產出“創新

力”。投入的優勢越多，產出的力量越大，經過市場

調節和博弈，轉化為產業結構優化的動力，反之亦

然。這和水壩發電原理一樣。 
 
(三) 優化理論的構建 
不同國家存在優勢差異，通過三大優勢理論(比

較優勢、後發優勢、制度優勢)分析，得出一國的優

勢組合，再利用優勢組合構建符合自身發展的產業結

構優化理論。該優化理論假設在其他因素不變下，通

過有效發揮優勢組合，就可以通過市場競爭或政策作

用又或制度激勵優化該國的產業結構。例如，A 國分

析所得，具有勞動力、政策兩項優勢，那麼，A 國應

構建“勞動力－政策”混合優勢理論。該理論假設在

其他因素不變下，通過勞動力、政策的有效供給，可

以優化 A 國的產業結構。  

 

(四) 政策的相機抉擇 
所謂相機抉擇是指政府制定政策要審時度勢、靈

敏地作出最優選擇。政策目標是使產業結構合理化和

高度化。理論上有均衡發展論和非均衡發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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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均衡發展論 1. 均衡發展論 
由拉格納‧納克斯提出，指對整個產業(尤其是

在基礎產業部門和一般加工制造部門之間)同時進行

大規模的投資，使產業間按同一比率或不同比率全面

地得到發展，並保持一個適當的比例，達致結構合理

化。該理論的代表人物納克斯、羅森斯坦‧羅丹和劉

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要保持經濟持續增長，必須使

整個經濟的一切產業部門並駕齊軀、協調發展，簡單

來講，強調產業間“同時”發展。 

由赫希曼提出。20 及後，阿爾伯特‧赫希曼、保

羅‧斯特里頓和漢斯‧辛格爵士主張發展中國家應集

中力量首先發展那些關聯效應比較大的產業部門，成

為支柱產業，並以它們為動力帶動其他產業部門的投

資，才能實現經濟持續增長。 
在作出相機抉擇時，除了考慮均衡和非均衡因素

之外，更重要的是考慮自身獨特的優勢問題。 
 

 
圖 2 產業結構優化理論框架的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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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澳門的啟示 
 

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理念在澳門醞釀多年，前任或

現任行政長官在不同場合或施政報告中均指出，澳門

要優化產業結構，但至今仍未成功落實。當中，涉及

問題及原因可能相當複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與特

區政府沒有制定好產業政策有關，造成政策沒有制訂

好的原因很有可能與理論研究不足相關，因欠缺一個

理論分析框架，致使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無從入

手。 
本文認為，優化理論架構引入優勢理論和機理分

析，有助把優化問題梳理清楚。首先，要弄清楚澳門

自身有甚麼優勢？其次，澳門如何構建優化理論？最

後，澳門產業結構的優化方向？ 
 
(一) 澳門有甚麼優勢？ 
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資源禀賦是指自然資

源、勞動力和資本，澳門只有資本一項優勢，而且不

是人力資本，而是物質資本(金錢)。21  
從後發優勢的角度來看，澳門在工業化過程中沒

有制定出成功的趕超政策，因此，澳門歷史上沒有走

完工業化道路，大部分時間都是依賴發達國的配額優

惠制而走過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勞動密集型生產，

但優惠制消失後，工業化也跟着衰落。回歸後，特區

政府推動賭權改革，配合土地、人力資源政策傾斜，

使博彩業收益在短短 5 年間超越美國拉斯維加斯，表

面上看有後發優勢的影子，實際上政府行為不具有

“趕超”戰略。原因在於澳門博彩業的發展並不落

後，一直有東方拉斯維加斯之稱，而這種超越只是收

益方面，而不是世界市場份額的擴大，所以不能看作

是競爭力的一種趕超，另外，後發優勢一般指工業化

的技術趕超。所以澳門不具有後發優勢。 

從制度優勢來看，澳門奉行自由市場機制，有嚴

格的法例保護私有產權，加上自由港地位，資金、商

品、信息等自由流通，但市場仍存在個別壟斷行為(博
彩、電信、批發等)，導致企業家精神和創新不足。

幸而，澳門屬於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

下，可以較易獲得國家政策的支持，以解決市場狹

小、土地不足、勞動力不足、技術滯後、貨物出口等，

某程度看它足以彌補了澳門內在制度缺陷。同時，澳

門特區享有自行立法權，而目前立法會組成結構，對

政府有利，能提高制度變遷績效。所以，澳門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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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優勢。 

可見，根據三大優勢理論的粗略分析，現階段澳

門暫時具有資本、制度優勢。 

 

(二) 澳門如何構建優化理論？ 
根據以上對澳門的優勢分析，澳門應構建“資本

－制度”混合優化理論。假設其他因素不變下，通過

資本、制度的有效供給，會使產權更加明晰，信息更

加對稱，交易成本減低，預期投資風險低，直接刺激

投資需求；加上資金充裕，借貸成本低，會激勵企業

家精神，增加投產和技術創新，從而可以促使產業結

構優化。 
 
(三) 澳門產業結構的優化方向？ 
有關經濟適度多元化問題，社會上有兩種意見爭

持不下：一是經濟垂直多元發展；一是經濟橫向多元

發展，主流意見傾向垂直多元發展，其理據：垂直多

元發展更易帶動垂直分工和相關產業鏈發展(關聯效

應)。 
但如果按照澳門構建的“資本－制度”混合優

化理論，不存在優化方向，只存在優化對象──資本

和制度。這種理論只強調資本、制度的優勢發揮，並

沒有政策干預成分。它的做法只考慮制度與資本市場

的協作關係，從而刺激生產需求，而不考慮垂直或橫

向問題，但不排除市場導向下，資本會流入垂直或橫

向領域。而具體做法：○1 制定外來投資、誘發資金投

入實體經濟政策；○2 優化金融監管制度，防止不明來

歷的資本滲入金融市場；○3 優化中小企融資制度；○4

優化人力資本；○5 優化資本市場，等等。 
因此，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問題，要遵從優勢理

論和原則，否則，就有可能變優勢為劣勢。事實上，

特區政府近年制定的會展業、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結

果和發展未如理想，主要原因是政策的制定依靠社會

諮詢而不是優勢理論。 
 

 
五、小結 

 
本文將經濟學上三大優勢理論納入產業結構優

化理論框架和進行機理分析。同時指出，不同的國家

具有不同的優勢，論述了“優勢”與“優化”之間機

理和存在轉化作用，一國應根據自身優勢構建符合自

身發展的產業結構優化理論。更以澳門作為一個分析

例子，而分析結果顯示：澳門可以構建“資本－制

度”混合優化理論。根據優化理論原則，澳門的產業

結構優化對象是資本和制度，與主流意見垂直多元發

展有所不同。 
不能否認，理論構建是一項複雜而龐大的工程，

而文章所指的產業結構優化理論僅是一種框架性

質，假設也相對粗疏，它的意義僅在於對傳統理論所

需的機理和優化思路，作一次大膽思考，並嘗試作出

有限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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